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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计算主义纲领关于生命现象或过程是可计算的主张，与关于生命现象的还原论是一脉

相承的。生命科学与物理科学之间的还原性解释关系，要求解决两个层次的问题，即如何把

生命科学中占核心地位的目的性陈述转换为因果性陈述和如何把生命科学的术语与物理科

学的术语联系起来，而还原论在此遭遇着难以解决的“无限”问题和复杂性的困境。计算主

义在还原性解释中的地位，由自组织理论在还原性解释中的地位所决定，而自组织理论在还

原性解释中的地位，则由前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克服还原论所遭遇的“无限”困境或复杂性

困境所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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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生命现象或过程的计算主义理解，是以康韦(J. Conway)证明细胞自动机与图灵机

完全等价为契机而兴起的。细胞自动机是由冯诺伊曼(J. von Neumann)为了从算法的角度

描述生物自我繁殖而提出的，之后，康韦关于特定配置的细胞自动机与图灵机完全等价的

证明，被计算主义认为是关于从非生命到生命的演化、以及生命的自我繁殖过程完全可以

由计算获得的证明。当斯蒂芬·沃弗拉姆(Stephen Wolfram) 和克里斯·兰顿(C. Langton) 

引入混沌理论分析方法对细胞自动机可以产生复杂结构的机理进行分析之后，细胞自动机

模型成为计算主义把生命现象或过程理解为可计算的复杂系统的工具。
［1］强计算主义纲领主

张物理世界、生命过程、人类心智直至整个宇宙都是由算法支配的，因而是可计算的。关

于这一主张，就生命现象或过程来说，与生命科学的还原论是一脉相承的，或着可以说，

是建立在还原论基础上的计算主义。众所周知的是，生命科学的还原论主张面临着一系列

的困境
［2］。既然计算主义承继的是还原论的主张，那么，前者是否能够克服了后者的困境，

或者，前者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否克服后者的困境？ 

 

一、生命科学与物理科学之间还原性解释的两层关系 

关于生命科学与物理科学之间的还原性解释关系，在还原论看来，是如何在经验发现

的基础上构造解释体系的逻辑问题。这实际上要求解决两个层次的问题：第一个层次是如

何把生命科学中占核心地位的目的性陈述转换为因果性陈述，第二个层次是如何把生命科

学的术语与物理科学的术语联系起来。在两个层次中，都包含着关于经验的认识论问题和

语句或陈述之间关系的解释问题。 

1．第一个层次：目的性陈述向因果性陈述的转换问题 

生物学中之所以普遍使用着目的性陈述或功能性陈述作为解释的表述方式，是因为生命

系统在经验上呈现了一个基本特征：有机体能够自我调节、自我维护，以及自我繁殖，它们

的活动似乎指向未来所要达到的目的。生命现象在经验上呈现出这种目标定向性，使得生物

学理论在语言表述上使用了意指“手段—目的”结合关系的表述方式，表述中往往包含

“有……的功能”、“有……的目的”、“为了……缘故”、“为了……”等等术语（物理科学陈

述中一般不出现这类术语），即所谓功能性陈述（或目的性陈述）。这种表述方式，对于一个

                                                        
      



处于一个特定的环境中的生命系统 S 来说，体现了如下的解释关系
［3］： 

无论何时，一个 S 型系统，处于一个 E 型环境中，具有一个 G 型目标，行为 B 之所以发

生，是由于它引起（或倾向于引起）目标 G。 

对此，可以称其为功能性规律的陈述形式，它表述了系统在现象上呈现出的“目标定

向”行为。这种陈述形式，可以与因果性规律的陈述形式“对任何一个 x，如果 x是 A，则

x 是 B”相对应。 

对于功能性陈述，还原论的主张是将其转换为因果性陈述，消解其中的“目标”、“功能”

等术语，企图用一种普遍性的但又是精确的术语表述出“目标定向”系统的特征性结构，而

这种表述又是不涉及“目标”、“功能”等术语的非目的性条件句或因果性陈述；同时这些非

目的性条件句(因果性陈述)等价于目的性表述。 

控制论的确立使这种企图成为可能。控制论表明，多个要素或子系统之间的互为因果的

交互作用产生了在观察者看来是目的性的表面现象，因此，对具有“目标定向”行为的系统，

可以使用诸如“负反馈”等普遍性术语，来消除“目的”或“目标”、“功能”等术语，使呈

现出目标定向行为的系统被表述为受控于许多要素的互为因果的交互作用。而这样的系统可

以被描述为“定向组织”系统。
［4］ 

 

2．第二个层次：生命科学的术语与物理科学的术语关联问题 

目的性陈述转换为关于“定向组织”系统的因果性陈述，仅仅是对目标定向系统给出

了因果性语句的描述，而没有赋予任何语义，无论是物理学的还是生物学的。因此，第二个

层次所关注的是“具有目标定向行为的生命系统的行为过程是否能全然以物理化学术语来描

述”这样具有实在性意义的论题。 

在功能性陈述转换为因果性陈述之后，如果存在描述生命现象的生命科学的术语（不

为物理科学所具有），那么，给出生命科学的术语与物理科学的术语关联，则是还原所必需

的。这是因为，当生命科学含有某个术语“A”，而物理科学的理论中却未包含它，那么，由

物理科学还原性地解释生命科学则是不可能进行的，即使生命科学中的功能性陈述或目的性

陈述都转换为因果性陈述。除非在生命科学的术语与物理科学的术语之间构造出满足以下条

件的关联：在“A”所指称的生命事件或意义（如“细胞”、“有丝分裂”、“遗传”等）与物

理科学的术语所指称的意义（如“长度”、“电荷”、“自由能”等）之间，构造了一种适当关

系，借助于这种关系，所有生命科学的陈述，能够从物理科学的理论规律中逻辑地推导出来。

这种术语之间关联性的构造，表面上是语句或陈述之间的逻辑问题，实际上却是一个经验发

现的问题。在科学实践中，生命科学的术语与物理科学的术语之间的关联通常是这样构造出

来的：借助于经验发现或经验假设（如果是经验假设，则需要以后的经验证实），使得任何

由生物学术语所指称的事件的出现的充分条件（或者是必要条件），能够用物理科学术语陈

述出来，例如，根据经验发现以及相关的物理科学理论，可以用物理科学术语来表述“染色

体”这个生命科学术语：“如果 x 是 DNA 双螺旋及蛋白质分子构成的物体，则 x 是一个染色

体”。在此，关键是通过经验或实验的发现，使我们认识到物理科学术语（DNA 双螺旋及蛋

白质分子构成的物体）与生命科学术语（染色体）具有着共同的指称，并由此在表述它们的

陈述之间确立一种“如果……则”的条件句式关联。这意味着，还原性解释在于，用物理科

学术语表述出某些条件，且这些条件是可能发生的事实或者说有经验证据支持,而在这些条

件下, 发生了一个用生命科学术语表述着的生命现象
［5］。 

 

二、还原论的困境 

在上面的讨论中，关于还原性解释所需要解决的两层关系，只是给出了抽象的描述，但



是，我们既不能先验地保证对任何目标定向系统都能够给出一个定向组织性的描述，也不能

先验地保证对任何生命科学的术语都能够建立一个与物理科学术语的相关性。这是因为，在

科学实践中，对这两个问题的解决，面临着一个难以解决的“无限”问题和复杂性的困境。 

从原则上讲，还原论能否成立，取决于自然有限论是否成立。“如果生命有机体乃至宇

宙由之构成的基本物质的数目是有限的，进而宇宙中可能发生的事件的数目就是有限的，并

且，自然界发生的事件相互关系可以用因果关系进行表述，那么，原则上，对于任何一个目

标定向系统，都可以找出它的所有内在组成部分，这些组成部分的相互因果关系，决定了该

系统的指向目标行为的持续性和适应性；同时，如果自然界可能发生的事件的数目是有限的，

那么实现系统的目的性过程的不同方式的数目也相应地就是有限的；进一步，如果每一个事

件因果性地与有限类别的事件有关，那么，在一种情况下一个系统的指向目标行为可以由它

的内在子系统的非目的论机制实现,在另一种情况下，只要初始条件相同，就也能做到这一

点。” ［6］
然而，自然是否有限，既不是一个能够通过经验进行证实的问题，也不是一个逻

辑或必然性的证明问题。下面，给出具体论述。 

首先是第一个层次，即对一个目标定向系统给出一个定向组织性的因果性描述。生物体

在结构和机能上是极其复杂的，存在着许多反馈过程和多种可能的反馈途径，在生物学实践

中，我们既不能先验地保证必然能够发现有限数目的相关组成部分，也不能先验地保证对它

们能做出完全的描述。因此，我们在用定向组织系统描述生物体的目标定向行为时，所给出

的组成部分对于目标的获得是不充分或不完全的。 

最明显的方面是，系统的功能一般都是可以多重实现的。也就是说，对于某一目标，自

然界往往具有许多可能的途径，在不同物种中给出了对于某种目标的许多不同的目标定向系

统类型。如果对于某个目标定向系统S不能给出关于其定向组织描述的充分性或完备性的先

验保证，那么，就意味着没有对S的目的性给出一个完全的非目的性或因果性解释。也就是

说，所描述的内在组成部分对于所指向的目标，在因果性上或条件句形式上是不完备的，还

有其他可能的内在组织部分和联结方式来达到所指向的目标。这就意味着，对某个目标定向

行为或某个目标定向系统的非目的论的说明，只给出一种定向组织系统的因果性说明是不完

备的，必须给出所有能达到目标状态的每一种可能的定向组织系统及其可能的因果性运转过

程。 

由此派生出进化描述的“无限”困境，即，在达到目标 G 的诸多的可能性中，为什么只

有某类型系统 S 成为现实呢？为什么在现实中唯一地实现了系统 S，使 S 成为 G 的唯一充分

条件呢，或者称“经验上的充分必要条件”呢？对这个问题进行回答，则进入一种历史的追

索，即 S 的唯一实现是如何演化的，是如何被环境选择为关于 G 的唯一充分条件的。由此而

进入了进化论的讨论。 

进化理论使用了“适应”这样的术语来解决某类型系统 S 成为现实的充分性的问题，

并由此使用因果性陈述来消解“功能”和“目的”或“目标”。对此，进化理论是这样表述

的：系统 S 成为现实，可能是一个有机体表明自己的存在以及由此能够存活及产生后代的一

种适应，或者是该有机体促进其血缘群体存在、局部种群量增加，是物种或生态系统存在的

一种适应。可以看出，使用 “适应”来陈述系统 S 成为现实的充分性，至多提供一个这样

的承诺：系统 S 成为现实是变异和选择的结果，但仍然存在着许多不同的途径。因此，使用

“适应” 来陈述系统 S 成为现实的充分性，仍然没有解决系统 S 如何成为现实的问题。实

际上，系统 S形成的进化机制就是适应过程的发生机制。而还原性解释就是要找出这种机制，

并且是因果性的。自然选择理论是根据古生物的适应性来解释系统 S如何产生的，因而，对

于当下的成为现实的系统 S，自然选择理论所能说的只是：系统 S 是遗传物质中变异所产生

的表现型以及这些表现型在过去提供了选择优势。然而，我们现有的知识不可能说明，相对

于许多其他方案，自然选择如何在器官、细胞、线粒体及液泡等细胞器、乃至血红蛋白以及



DNA 等生物大分子的结构上最终产生当前形式的详尽细节以及为什么发生这些细节。这种进

化过程的详细机制，其中的各种因果关系，几近“无限”复杂，由此使因果性描述陷入困境。 

实际上，对于当下的有机体而言，现代生命科学采取以分子水平为基础，从发育角度

用遗传程序的运作来因果性地描述功能和目标状态的形成。在此，“功能”或“目标”的形

成，或“某一行为 B 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它引起目标 G”这一断言，被理解为关于遗传物质规

定的发育程序的一个省略断言：核苷酸序列包含着产生一个导向目标 G的过程的指令。可以

看出，这种描述方式，是把“功能”或“目标”归结到遗传程序和遗传信息的形成上。而遗

传信息形式的产生，是一个进化问题。尽管遗传物质为许多功能性现象的呈现和目标状态的

形成进行了遗传编码，但是，这种描述方式并未真正地使我们对功能性断言有了进一步的理

解。如果遗传程序预见到它们确保能够达到的终态，而这恰恰又因为它们是被自然选择的力

量所塑造，那么，诉诸于遗传程序几乎等于直接诉诸于“适应”去解释“功能”或“目标”。 

关于第二个层次，即生命科学的术语与物理科学的术语之间的相关性，由于我们公认

生命有机体最终是由物理性的原子或分子构成，因此，术语相关性的建立，关键在于用实验

的方法发现诸如“器官”、“细胞”、“细胞核”、“基因”、“有丝分裂”、“遗传”等等这些术语

所指称的事物或过程与原子或分子层次上的组成、结构和过程之间的关联。但是，就当前的

生物学来说，生命科学的术语与物理科学的术语之间的相关性还远未完备地构造出来，生物

体的每一组成部分和过程、以及这些部分在任何时刻的分布和排列，远未能够为物理科学的

术语穷尽地表述出来。例如，我们还不知道细胞、细胞核的详尽化学成份和结构，因此，我

们就不可能全然使用物理科学术语表述出其中生物学现象发生的条件，我们目前也不能以物

理科学的术语表述出诸如细胞、细胞核等系统的详细结构。因此，就当前的生物学知识来说，

用纯粹的物理科学的假设来还原性地解释生物学规律及其理论体系，这在逻辑上还不可能。 

当然存在着这种可能，如果对于生命有机体中的某个目标定向系统 S 描述完全使用的

是物理科学术语，那么，就只需要解决如何给出一个关于系统 S 的定向组织性的描述的问题，

而不存在生命科学的术语与物理科学的术语之间的相关性问题。在分子生物学中，已经有着

一些案例表明，对于某一局部的生命现象来说，可以完全用物理性的原子或分子来描述它们，

并且，如果这种描述是目的性的或目标定向性的，那么，也可以转换为定向组织性描述。但

是，这种情况，在分子层次上对于一个有限的结构来说，是可能的，然而，当我们上升到细

胞水平以上时，用物理科学的术语或分子水平的语言描述出定向组织系统的完整内容的能力

就会变得越来越弱，因为获得实现目标状态机制的分子层次的子系统的数目将迅速地增加，

在组织的一定复杂程度之后，对定向组织的子系统的详细描述实际上将是不可能的。这意味

着，对于生命系统或生命现象来说，在细胞水平以上，由于复杂性困境，大多数关于目的性

现象的完全非目的性的解释，在实践上还不可能。 

 

三、自组织理论在什么意义上克服还原论的困境 

对于还原论的主张来说，给出定向组织系统的因果性描述和术语相关性的认定，主要目

的是从物理层次事物（原子、分子）的性质和规律推导和预言生命现象和行为。这里的“预

言”意味着对公理（规律）系统的逻辑推论和动力学演化过程的计算结果能够进行经验的检

验，具有实验的可操作性。由于上述的复杂性困境，即构成生命系统内部子系统的数目和复

杂性虽非无限的但却非常巨大，因而，即使我们承诺了自然有限论的观念，对这些内在的因

果性机制的预言的直接的经验检验和实验操作来说，即由无机要素合成生命，哪怕是最简单

的生命现象，其中的困境是不言而喻的：对于直接的经验检验和实验操作来说，由无机到生

命的演化，经历了漫长时间，并且，生命的产生和演化是在十分优越的条件下选择了唯一快

捷的途径而发生的，以人类的有限生命和历史没有能力进行这种检验和操作。另一方面，耗

散结构理论以及在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自组织理论，提供了一种间接的经验检验和实验操作



的途径，即理论上的计算操作。 

在经典的物理学中，所处理的数学模型一般都是线性的，然而对于复杂的过程来说，例

如具有多重负反馈因果关系的定向组织系统的运作和演化过程，所构造的数学模型是非线性

微分方程，它的特点是很难求解，也就是说，存在计算操作的困难。自组织理论就是处理以

非线性微分方程为数学模型的复杂系统的运作和演化过程。对于生命现象或系统的间接经验

检验和实验操作，就是以物理－－化学诸要素，通过在无机背景下取得的参数，进行自组织

理论的非线性过程计算，来描述无机与生命之间的推导和预言的逻辑关系。自组织理论的结

论是，从无机到生命的历史演化过程，是程非线性的不可逆过程，其中有许多偶然性或随机

因素起了决定作用并已作为“信息”储存于生物大分子的结构中。这意味着，由于偶然性或

随机因素的不可重复，使时间不可反演，因而整个过程是的可重复概率极小，演化过程是不

确定的，由此使得对任何理论预言无法进行实验检验。这样一来，自组织理论虽然为还原论

摆脱困境提供了一个途径，却仍然没有解决从物理层次事物（原子、分子）的性质和规律推

导和预言生命现象和行为的难题。 

 

四、计算主义在什么意义上克服还原论的困境 

还原性解释的以上困境，在我们拥有强大运算能力的计算机之前，看起来是令人绝望的。

在康韦(J. Conway)证明细胞自动机与图灵机等价之后，具有强大运算能力的计算机和计算

机仿真实验成为解决还原论困境的突破口。 

1980年代，斯蒂芬·沃弗拉姆(Stephen Wolfram)对细胞自动机的行为结构的演化进行

了全面的研究，发现在一定的情况下细胞自动机的行为结构具有随机性、收敛性、周期性、

混沌性、局域化的有序结构性及其突现性和网格传播性等复杂系统的自组织特性
［7］

。在此

基础上，克里斯·兰顿(C. Langton)引入自组织理论的分析方法，定义了一个参数λ作为细

胞自动机活动性的一个测量以解释细胞自动机产生有序结构的机理：λ的值越高，细胞自动

机的细胞转换为活的状态的概率也就越高，反之，细胞自动机转为活的状态的概率就越低。

兰顿用不同的λ值做了一系列试验，结果发现，参数λ的某些确定范围决定着细胞自动机的

行为结构演化特征，当参数λ值较低时，即细胞自动机活动性较低时，细胞自动机倾向于收

敛到单一的、稳定的模式；当参数λ值较高时，即细胞自动机活动性较高时，细胞自动机倾

向于发生无组织的、混沌的行为；只当参数λ值处于中间值时，即细胞自动机活动性处于中

等水平时，才会出现局域化的结构和周期的行为，并可以通过网格传播，而结构传播的存在

意味着局域化的周期性结构和传播性的周期结构之间可能有任意复杂的相互作用。兰顿在此

把突现出有序结构的细胞自动机的行为状态看作是表达了部分发展了的混沌行为，称之为处

于“混沌边缘”的细胞自动机。兰顿认为，在混沌的边缘，既有足够的稳定性来存储信息，

又有足够的流动性来传递信息，而这种稳定性和流动性使得计算成为可能。这意味着，如果

生命起源于混沌的边缘，那么，生命的起源和演化也是可计算的。
［8］ 

但是，计算主义关于生命的可计算性以及计算解释，并非完全地支持还原论，它所主张

的从部分到整体的突现过程可计算性，实际上弱化了还原论。可计算性与还原论的可预言性

是不同的，在计算机中的一个“非线性”计算过程的结构可能是不确定的，因而是不可预言

的，但却可能是可计算的。也就是说，可计算的不一定是可预言的，而可预言的则一定是可

计算的。计算主义在还原性解释中的地位，由两个方面所决定：第一，计算主义在自组织理

论中的定位；第二，自组织理论在还原性解释中的地位。而自组织理论在还原性解释中的地

位，则由前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克服还原论所遭遇的“无限”困境或复杂性困境所决定，这

种困境具体为：第一，提供的因果性解释是不是完全的，是不是穷尽所有可能的方式；第二，

提供的因果性解释是完全的，但却是不确定的（这为自组织理论提供了契机），这样，我们

就不知道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不可预测，但可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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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lgorithmism asserts that phenomena and process of biosis are computable, and this assertion 

has gone on with Reductionism. The explaining of reduction between biological science and physical 

science has been needed to solve two problems, the first is how to transform the teleonomy statements 

that are of core position in biological science into causality statements, the second is how to establis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erms of biological science and physical science. The Reductionism has been 

fallen into infinite puzzledom and complexity puzzledom in the course of solving the two problems. The 

position of Algorithmism in Reductionism is decided on the position of Self-organization Theory in 

Reductionism, and the latter is decided on how degree it gets rid of the puzzledom that Reductionism has 

encountered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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